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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法授权司法审查中的“可理解原则”

戴　禞

　　内容提要：美国法上的“可理解原则”要求国会在向行政机关或其他主体授权时必须
提供“可理解的”指导原则，但随着行政权日益重要和宽泛授权大量增加，该原则的适用

亦出现了困难。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最高法院在总体上认可宽泛授权，但也未因此完全

放松对授权的约束。法院一方面加强了对于行政机关规则制定过程的审查，以确保行政

机关在授权范围内行为，另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作出过于

重要或对公民基本权利影响过大的决定，从而体现出与集中于授权立法审查的传统做法

相不同的授权约束进路。在立法授权普遍宽泛的今天，以上发展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合法

性要求亦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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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引 言

行政机关制定的各类行政法规范在实践中作用日益突出，但授权不明带来的潜在

危害亦受到普遍关注。在现代社会，立法机关预知未来情况的困难，以及专业性上的不

足，使得立法中的授权不可能总是保持明确。从其他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

尽管授权明确是一个常见要求，但其适用并非绝对严格。以美国为例，美国最高法院在

立法授权审查中确立了“可理解原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１〕但该原则在具体适用
中存在相当大的弹性。而美国最高法院在放松授权审查的同时，也逐渐试图通过其他

·８４１·

〔１〕 该原则在我国存在不同的翻译，王名扬先生将其译作“可以理解的原则”，参见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册），

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０２页；而高秦伟教授将其译作“明确原则”，参见高秦伟：《美国禁止授权原则的
发展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５５页。本文认为，“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有“可理解的”“明确的”等多
重意思，但从后续案例来看，不明确的授权条款亦可满足该原则的要求。为避免语义上的矛盾，本文认为“可理

解原则”在本文语境下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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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保持对行政规则制定的适当控制，从而体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明确授权要求的

审查进路。

在我国，“可理解原则”已经得到了一定关注。一些学者针对该原则所关联的禁止授

权原则进行了专门研究，〔２〕一些学者在有关授权明确性的研究中也对该原则进行了论

述。〔３〕 不过前述研究仍存在继续深入的余地，从过去“可理解原则”的引用情况来看，部

分学者仍将该原则视为一项较为严格的授权审查要求，〔４〕部分学者虽然指出该原则适用

上的宽松，但对其具体审查方法及其对司法审查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亦未再做进一步

的考察。〔５〕 有鉴于此，“可理解原则”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本文将分为四个部

分，分别考察“可理解原则”的产生背景、司法适用情况、最高法院审查重心与审查规则的

变化，以及这种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启示。

一　“可理解原则”的产生背景

“可理解原则”系美国最高法院于１９２８年“汉普顿案”确立的一项审查原则，其要
求国会在授权行政机关进行立法时，必须在授权法中设置可理解的原则，以供被授权主

体遵守。〔６〕 该原则从文义上看，是一项对授权法的严格要求，不过其产生与适用实际

上体现出对立法授权控制的放松。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该原则的历史背景进行

说明。

（一）“可理解原则”之前的禁止授权原则：基于“立法—行政”的区分

《美国联邦宪法》第１条第１款规定，“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和众
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这一规定为禁止授权原则提供了宪法依据。传统的禁止授权

原则认为，立法机关不得向其他政府分支或非政府主体授予立法权，〔７〕然而立法机关向

其他机关，特别是向行政机关疑似授予立法权的行为自美国建国之初便已存在。为了判

断这种授权行为是否合宪，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世纪初直至２０世纪初的一系列案例中试
图区分立法与行政，并形成了以下两种主要判断方法：

其一是区分裁量与事实发现。这种看法认为，立法权是裁量性的，而事实发现是非裁

量性的，属于行政权范畴。最高法院在１８１３年的“极光号案”中首次提出了这种看法，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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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秦伟：《美国禁止授权原则的发展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５５－６６页；康骁：《美国禁
止授权原则的历史演变———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为中心的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２０１７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柳砚涛、刘宏渭：《立法授权原则探析》，《法学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４５页；俞祺：《上位法规定不明确之规
范性文件的效力判断———基于６６个典型判例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８０页。
参见王春光：《论西方国家的授权立法》，《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４０页；戚渊：《委
任立法片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４８页；王世涛、杨海涛：《行政授权立法的正
当性困局及解决之道》，《长白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７２页。
参见范忠信、范沁芳：《论对授权立法中授权行为的监控———各国现制比较及我国现制之反省》，《法律科学》

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７页。
Ｊ．Ｗ．Ｈａｍｐｔｏｎ，Ｊｒ．，＆Ｃｏ．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７６Ｕ．Ｓ．３９４，４０９（１９２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Ｐｏｌｌａｃｋ，Ｃｈｅｖｒｏｎ’ｓＲｅｇｒｅｔｓ：Ｔｈ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８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１６，３２３（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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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会授权总统去判断某个法案的生效条件是否达成，不属于授予立法权。〔８〕 １８９２年的
“菲尔德案”对“极光号案”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诠释。该案中，国会授权总统在特定情况下

决定对进口货物征收报复性关税。在判决中，最高法院援引“极光号案”，认为总统在此

仅仅是对立法规定的某些特定事实，或者说“可能发生的事”予以确认。判决指出，当国

会明确规定某个“可能发生的事”作为法律暂停实施的条件时，立法权已经得到了行使；

而总统只是确认该特定事实是否发生，不包含裁量成分，因而只是在执行国会的立法。〔９〕

根据这一看法，立法只要规定了某个特定事实作为法律后果的生效条件，那么其授权行政

机关判断该事实是否达成，并不构成立法权的授予。

其二是区分“主要立法权”与“填补细节的权力”。这种方法最早可追溯至１８２５年的
“韦曼案”，该案涉及到国会能否授权联邦法院制定司法程序规则。在判决中，最高法院

区分了“严格且排他地属于立法权”的权力和立法机关可以授予其他机关的权力，认为

“重要事项”必须完全由立法机关自己进行规制，而对于那些“没那么重要”的事项，立法

机关则可以仅“制定概括性规定”，而授权执法主体来“填补细节”。〔１０〕 到了１９０４年，最高
法院在“巴菲尔德案”中重申了这一区分，认为国会在已经“确定了主要标准”，即明确表

达了排除次级茶叶的目的，并对次级茶叶的特征进行界定的情况下，可以授权财政部长制

定具体的茶叶进口标准。〔１１〕 类似地，在１９１１年的“合众国诉格里莫案”中，最高法院认为
国会可以授权农业部长颁布规章，来对破坏公共林地的行为进行处罚。〔１２〕 根据上述案

例，行政机关根据立法中的概括性规定来“填补细节”，并不构成立法权的行使。

（二）“可理解原则”的确立：认可立法权的授予

以上两种判断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其均将行政机关所行使的权力究竟是否属于立

法权作为考察重点。最高法院在前述案例中反复强调，国会不能授予立法权，不过从判决

结果来看，通过否认涉案权力的立法性，法院实际认可的授权范围不断扩张。〔１３〕 这也使

得学者认为，最高法院所谓的“立法—行政”的区分只是一种修辞，其实是将某种程度的

法律制定权通过解释排除出立法权的范围。〔１４〕 随着行政权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增

长，这种“立法—行政”的区分也发生了松动。在１９２４年的“马勒诉伊比案”中，最高法院
已经不再否定立法权的授予，只是要求立法机关为行政机关设置一定的规则，以避免被授

权力变成“纯粹的立法权”。〔１５〕 这里的问题已经转变为，立法机关在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

时，应当设置怎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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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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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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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ＴｈｅＢｒｉｇＡｕｒｏｒａ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１Ｕ．Ｓ．３８２，３８７（１８１３）．
Ｆｉｅｌｄｖ．Ｃｌａｒｋ，１４３Ｕ．Ｓ．６４９，６９３（１８９２）．
Ｗａｙｍａｎｖ．Ｓｏｕｔｈａｒｄ，２３Ｕ．Ｓ．１，４２－４３（１８２５）．
Ｂｕｔｔｆｉｅｌｄｖ．Ｓｔｒ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２Ｕ．Ｓ．４７０，４９６（１９０４）．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Ｇｒｉｍａｕｄ，２２０Ｕ．Ｓ．５０６，５２２（１９１１）．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７１（１９８２）；
ＧａｒｙＬａｗｓ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８８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２７，３６５（２００２）．
ＳｅｅＬｏｕｉｓＬ．Ｊａｆｆ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ＩＩ，４７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６１，５６１，５６６－５６８
（１９４７）．
Ｍａｈｌｅｒｖ．Ｅｂｙ，２６４Ｕ．Ｓ．３２，４４（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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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１９２８年“汉普顿案”所确立的“可理解原则”为后续审查奠定了基
础。该案中，１９２２年《关税法》（ＴａｒｉｆｆＡｃｔ）授权总统对制造业的国内外成本进行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果来调整税率，以平衡美国与竞争国之间的制造成本。与“菲尔德案”不

同的是，“汉普顿案”中立法不再只是授权总统判断某个生效条件是否成立，而是授权其

对税率作出实质性的调整，因而被上诉人主张，该立法向总统非法授予了征税权。不过，

最高法院认为，征税权并非完全不可授予总统，这一方面是通过解释和执行补足立法细

节，确保立法目的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应对未来未知状况的必需，而立法机关的职

责，在于为授权的行使设置必要的标准，“如果国会通过立法设置了一个可理解的原

则，以使被授权的个人或主体在决定税率时被指引去遵守它，这种授权行为就不是被禁

止的立法权授权”。〔１６〕

上述表述确立了禁止授权审查中的“可理解原则”。与早期案例相比，“汉普顿案”不

再拘泥于“事实—法律”的区分。最高法院认识到，行政机关的“事实发现”并不是简单地

寻找事实，以确定国会已经设置好的某个法律效果是否发生，而是在实质性地制定政策；

同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也需要通过解释法律并将法律适用于特定事实，来

赋予立法以具体内容；上述过程都必然包含着裁量权的行使。〔１７〕 因此，“汉普顿案”认可

行政机关在规章制定中享有裁量权，认为立法要做的是为这种裁量权提供指引，以确保行

政机关的行为保持在立法范围之内；而法院应重点关注立法中是否存在足够的标准，来指

引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行使。

二　“可理解原则”的司法适用：从严格到宽松

前述“可理解原则”的产生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尽管“可理解原则”从文义上对授权设

立了一定标准，但该原则的产生更难说是为了对立法授权进行限制。事实上，“汉普顿

案”之前的几起禁止授权判决就体现出基于行政需要而支持授权的倾向。而“汉普顿案”

及其之后的几起案例也延续了这一倾向，即便立法中只包含“公共利益”“公共需要”等宽

泛表述，仍可获得最高法院的支持。〔１８〕 到了１９３５年，面对罗斯福新政中行政机关权力的
重大扩张，最高法院在“巴拿马案”〔１９〕和“谢克特案”〔２０〕中猛然收紧了对“可理解原则”的

适用，不过这种严格适用很快就得到转变。

（一）“可理解原则”的严格适用：新政的两起案例

“巴拿马案”涉及到《全国工业复兴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ｃｔ）对总统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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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Ｗ．Ｈａｍｐｔｏｎ，Ｊｒ．，＆Ｃｏ．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７６Ｕ．Ｓ．３９４，４０９（１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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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罚石油制品运输行为的授权。与之前支持授权的做法不同，最高法院在“巴拿马案”

中判决立法授权无效。最高法院认为，《全国工业复兴法》“赋予了总统不受限制的权

力”，“在没有任何标准或准则的情况下，将事务留给总统按其意愿处置”。〔２１〕 类似地，在

几个月后的“谢克特案”中，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推翻了《全国工业复兴法》中一项授权总

统批准“公平竞争规则”的规定，理由是立法除了关于规制目的的一般性表述之外，未提

供任何具体标准，从而赋予了总统“几乎无限制的”裁量权。〔２２〕 上述两案延续了“汉普顿

案”关于立法必须提供“可理解原则”的思路，但提供了明显严格的判断标准：法院须考察

“国会是否对政策进行了澄清，是否为总统的行动设置标准，以及是否对总统颁布禁令需

要哪些事实发现做出要求”；尽管立法机关不可能直接处理大量的细节问题，需要保留一

定的灵活性和实操性，但其应“设置政策和建立标准，让被授权者在业已规定的限制内制

定次级规则，和在业已澄清的政策下进行事实认定”。〔２３〕

（二）“可理解原则”适用的宽松化：从新政后至今

前述严格的授权审查并未能延续，最高法院很快恢复了先前的宽松态度。１９４４年的
“雅格斯案”便是一个代表性案例，该案中，１９４２年《物价紧急控制法》（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ｒ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ｔ）规定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等立法目的，并授权物价管理局长在物价“已经或
有可能提升至与本法目的不符的程度”的情况下，以“依其判断大体是公平公正的，且可

有效实现本法目的”的方式来颁布规章，设定商品的最高价格。最高法院认为，立法权能

的根本，在于确定立法政策对于行为的约束力，而不是决定所有细节问题；涉案立法已经

阐明了立法目的，规定了达成目的的方式，并为行政机关设置了指导标准，其将具体判断

和“在现有立法框架内制定次级行政政策”的权力授予他人，并不违宪。〔２４〕

“雅格斯案”被认为是一个关于司法克制的“里程碑式的案例”，〔２５〕其通过对一项并

不清晰的授权〔２６〕的认可，彰显了最高法院有关授权态度的再一次转变。此后，最高法院

对立法授权始终采宽松审查，这也使得“巴拿马案”和“谢克特案”成为了仅有的两起最高

法院宣告立法授权无效的案例。据学者统计，尽管州法院和下级联邦法院偶有因授权法

过于模糊而宣告其无效的判决，但截至２０１９年，在最高法院层面，当事人主张联邦立法授
权违宪的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２７〕 在１９８９年的“米斯特雷塔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
院回顾了多起适用“可理解原则”的案例，指出“在将‘可理解原则’适用于国会授权的审

查中，我们的法理被这样一种实践理解所驱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中，充斥

着不断变化和更为技术性的问题，国会如果缺少通过宽泛指引进行授权的能力，就无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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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工作”。〔２８〕 而在２００１年的“惠特曼诉美国货运协会案”中，尽管上诉法院曾以不符合
“可理解原则”为由，认为《清洁空气法》（ＣｌｅａｎＡｉｒＡｃｔ）中“适于保护公共健康”的授权条
款违宪，但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推翻了这一判决。最高法院指出，从历史上看，“公共利

益”“不正当、不必要”“总体上公正”“必要的”等术语在早先的案例中均获得了最高法院

的支持，这种授权条款并不违宪。〔２９〕

（三）“可理解原则”宽松化的成因

上述情况与２０世纪以来行政权的扩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行政权的扩张在新政
之前便已出现，不过当时的美国法学界仍在试图限定行政权可以涉足的领域，尽管人们普

遍接受了授权的正当性，但当行政机关在“缺乏适当指导”的情况下进入“关键问题”领域

时，立法机关仍被认为有必要介入。〔３０〕 而自新政以来，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行
政事务的日趋复杂化与技术化使得立法中的模糊授权开始大量出现，行政机关规则制定

的数量也大幅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立法机关的“通才”性，涉及领域过于广泛，从而不

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集中太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因其具备信息收集、专业知识

能力而受到更多的青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治冲突，国会难以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统一

意见。这样一来，为了使政策得以正常实施，由行政机关来作出实质性决定，就不仅是

“更佳的”，同时也是“必需的”。〔３１〕

对于法院而言，上述情况从两个方面使得法院不愿推翻模糊的授权立法。首先是

判断的难度。早在１８２５年的“韦曼案”中，最高法院就指出，可授权力与不可授权力之
间的界限“是一个复杂和难以考察的问题，最高法院不能不必要地涉足其中”。〔３２〕 这种

判断的困难在“巴菲尔德案”等后续案例中不断被法院强调。而从“可理解原则”的适用

情况来看，最高法院也一直未能发展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判断怎样的授权才是“不可理

解”的。在这里，法院面临的困难与国会有类似之处，随着行政事务的日趋复杂，同为“通

才型”的法官亦会面临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可理解原则”希望通过立法中标准的设置

来避免授予行政机关过大的裁量权，但多大的裁量权才是“过大”，这一问题并不适合法

院回答。〔３３〕

不过这并不能单独成为支撑法院做法的理由，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边界的模糊不代表

所有问题都存在模糊，尽管一些案件的判断较为困难，但还存在大量相对简单的案件，法

院完全有能力进行判断。〔３４〕 法院之所以拒绝运用“可理解原则”推翻立法，很大程度上也

是出于对司法机关权力定位的考虑。制衡理念下的传统禁止授权原则将立法机关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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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置于一种对立关系，〔３５〕然而这种对立一方面可能会为法院带来类似新政中的政治风

险，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政治责任性上的危机，如果法院拒绝不明确的授权，实际上意味着

终止相应立法项目的执行，从而相当于以自己的政策决定取代了具有政治责任性机关所

作出的决定，这种决定并不适合由非民选的司法机关完成。〔３６〕 出于以上考虑，尽管最高

法院在形式上坚持着“可理解原则”的表述，但在适用上极为宽松，最终发展出的法律不

是限制立法授权，而是支持授权。

三　“可理解原则”宽松化的应对：　　
严格的越权审查与合宪性解释

上述“可理解原则”适用的极度宽松使学者担忧，禁止授权原则是否已经消亡。〔３７〕 不

可否认的是，司法在模糊立法授权的控制上并未发挥预期效果，不过若以更加开放的视角

来看，法院的审查重心事实上得到“重新定位”。〔３８〕 一方面，法院在放松授权审查的同时，

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对行政机关如何行使授权的审查中，逐步确立了更为严格的审查

标准；另一方面，法院在特定情况下会通过合宪性解释来限缩宽泛授权的范围。上述做法

使得法院在授权普遍宽泛的情况下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行政权的约束。

（一）更为严格的越权审查：从“专断与反复无常”到“严格看待”

“雅格斯案”的判决开启了“可理解原则”在新政后的宽泛适用，不过该案所带来的影

响不仅于此。该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无论国会关于物价的限制宽泛与否，“法院唯一关注

的问题是，国会的意志是否得到了遵循”，在这个问题上，最高法院尤其强调了规则制定

过程的重要性，认为国会授权的重点不在于提供实体性的标准，而在于行政机关须作出可

作为合法性判断依据的“考量说明”；与此同时，最高法院重点关注了行政机关采取的听

证等正当程序，并将其作为支持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理由。〔３９〕 这给法院的审查结构带来

了微妙的变化，最高法院只将“可理解原则”看作一项相对较低的“门槛要求”，〔４０〕而将审

查重点放在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上。

在“雅格斯案”两年之后，美国于１９４６年颁布了《联邦行政程序法》（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ｃｔ），这使得之后法院对行政机关行使授权的审查主要根据《联邦行政程
序法》的规定进行。这里需要对《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审查标准做简要说明。在《联邦

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法院对于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按照“事实—法律”的划分进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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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Ｙａｋｕｓ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３２１Ｕ．Ｓ．４１４，４２５－４３６（１９４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８１（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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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题上通过“重新审查”标准进行独立审查，而事实问题上基本不干涉行政机关的判

断。〔４１〕 《联邦行政程序法》第７０６条对“事实—法律”二分法下的审查范围进行了扩张，
特别是在事实问题上区分了正式与非正式行政行为，根据听证记录进行的正式行政行为

适用“实质性证据”标准，非正式行政行为或涉及立法性事实的行政行为适用“专断与反

复无常”标准。〔４２〕 在《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时，大多数行政行为是基于记录作出，并

接受实质性证据审查，法院可以通过对听证记录的审查来判断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否被实

质性证据所支撑。但随着时间发展，行政机关愈发追求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大量规则制定

系通过不包含听证记录的非正式程序完成，从而使得专断与反复无常审查成为法院更主

要的审查方法。

从“专断与反复无常”审查的历史来看，其来源于早期法院的“合理性”审查，这种

根植于普通法的合理性审查具有高度尊让性，只要求行政机关证明其手段与合法目标

之间存在最起码的关联。〔４３〕 《联邦行政程序法》意在强调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限制，但

在该法付诸实施的前２０年里，“专断与反复无常”审查的适用仍具有极高的尊让性。〔４４〕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们更习惯于遵循普通法

传统来充实其具体内涵，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新政余晖的巨大影响，在以去政治化和

技术官僚主导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新政时期任命的法官很少会将行政机关的行为认

定为不合理。〔４５〕 这就导致：根据“雅格斯案”所确立的审查结构，法院试图在放松授权

审查的同时将审查重点集中在授权行使上，但由于“专断与反复无常”审查仅要求行政

机关具有最低理性，法院显然无法达成《联邦行政程序法》所希望的强化司法审查的

目的。

上述情况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发生了变化，其中１９７１年的“奥夫顿公园案”〔４６〕确
立了对于非正式行政行为的“严格看待”审查标准。“严格看待”标准最早来自于哥伦比

亚特区法院莱文索法官在１９７０年的一起判决，其认为法院应“深入考察行政决策的理
由”，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对重要问题采取了“严格看待”并进行合理决策。〔４７〕 “奥夫顿公

园案”采取了类似的审查方法，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法院在事实问题上应进行“彻底

且审慎”的审查，以判断行政行为是否考虑了相关因素或存在明显错误；〔４８〕与此同时，最

高法院还要求行政机关制作具有正式程序特点的记录。以上两项要求中，后一项程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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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ＪａｍｅｓＲ．Ｃｏｎｄ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Ｇｒｅｖｅ，Ｙａｋ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４２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８０７，８１４（２０１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９０－２９１（１９８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ａｒｄＬ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ａｃｔ，１２２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０９，１９１１（２００９）．
ＤａｎｉｅｌＢ．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Ｊａｆｆｅ’ｓＬａｗ：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ｏｆＭｏｄｅ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Ｔｈｅｏｒｙ，７２
ＣｈｉｃａｇｏＫｅｎ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５９，１１６３（１９９７）．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ａｒｄＬ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ａｃｔ，１２２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０９，１９１１（２００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ｖｅｒｔｏｎＰａｒｋｖ．Ｖｏｌｐｅ，４０１Ｕ．Ｓ．４０２，４２３（１９７１）．
ＧｒｅａｔＢｏｓｔｏ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ｒｐ．ｖ．ＦＣＣ，４４４Ｆ．２ｄ８４１，８５０－８５１（Ｄ．Ｃ．Ｃｉｒ．１９７０）．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ｖｅｒｔｏｎＰａｒｋｖ．Ｖｏｌｐｅ，４０１Ｕ．Ｓ．４０２，４１５－４１６（１９７１）．当然，最高法院指出，这一审查仍是相
对狭窄的，法院不能以自己的判断替代行政机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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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几年后被推翻，不过前一项实体方面的要求得到了延续。在１９８３年的“州立农业”
案中，最高法院用“专断与反复无常”标准推翻了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一项决定，

并对该标准的具体内涵进行了阐释，指出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必须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对其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并考虑可达成目标的替代方法，以确保其决定是理性决策

的产物。〔４９〕

关于“严格看待”审查出现的成因，部分学者将其归于司法怀疑的产物，〔５０〕部分学者

则认为是法院履行司法审查职责的需要。〔５１〕 不过从司法实践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二者

是相互交织的。在《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初，法院仍将行政机关看作是专业问题上

的专家，但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人们认识到，行政机关并不总是能代表或适当考虑
公共利益，特别是非正式规则制定程序的频繁使用，放大了对行政机关无法适当考虑相

关主体利益的担忧。因此，法院开始重新寻找控制行政机关裁量权的方式，而宽泛授权

的普遍存在也使得法院开始改变对自己机关定位的认知。正如莱文索法官所言，“国

会愿意进行宽泛的授权，并且法院也支持这些授权，是因为存在司法审查来确保行政机

关在立法范围之内行使被授予的权力，以及立法目标能被理性、公正的行政机关所具体

化。”〔５２〕这种观点将法院与其他机关由对立关系转变为一种“合作关系”，并将对行政机

关授权行使的审查看作是确保政府决策责任性的方式。〔５３〕 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专断与反

复无常标准在“严格看待”进路下被确立为一种实质性审查，大幅缩小了其与“实质性证

据”标准之间的差别，从而体现出通过严格的司法审查来确保行政机关在授权范围内行

为的思路。

（二）对立法授权的合宪性解释

上述发展使得最高法院的禁止授权审查事实上变为了一个结合体，其由一个对立法

授权的宽松审查和一个对行政行为越权的相对严格审查共同组成。〔５４〕 由于在“雅格斯

案”之后，最高法院已不将“可理解原则”用于推翻立法，“专断与反复无常”审查上的“严

格看待”标准甚至被认为已经取代了禁止授权原则的作用。〔５５〕 不过最高法院并未完全放

弃对授权本身的审查，“巴拿马案”和“谢克特案”中所体现的精神仍以另一种方式对最高

法院产生着影响，最高法院开始在一些案件中主动限制授权的范围，以避免因授权过于模

糊而引发宪法问题，从而体现出对授权的合宪性解释进路。

１．限缩宽泛授权的范围
１９５８年的“肯特诉杜勒斯案”首次体现了通过合宪性解释方法来限制授权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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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ｖ．ＳｔａｔｅＦａｒｍＭｕｔｕａｌ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４６３Ｕ．Ｓ．２９，４３－５２
（１９８３）．
ＴｈｏｍａｓＷ．Ｍｅｒｒｉｌｌ，Ｃａｐ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１９６７－１９８３，７２ＣｈｉｃａｇｏＫｅｎ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０３９，１０６０－１０６１
（１９９７）．
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Ｇａｒｒｙ，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ＨａｒｄＬｏｏｋ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７Ｎｅｖａｄａ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１，１６６－１６７（２００６）．
转引自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６８（１９８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９６（１９８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９５－２９６（１９８２）．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ＨａｒｄＬ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ａｃｔ，１２２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０９，１９１２（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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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该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时任国务卿杜勒斯所颁布的一项限制共产主义信仰公

民护照颁发的规章。由于该案涉及公民的迁徙自由，最高法院援引了“巴拿马案”，指

出授权法中的标准必须经受严格审查，并认为涉案立法中的授权是宽泛的。不过最高

法院并未因此宣告立法无效，而是认为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宪法问题”，在国会没有

做出明确规定的时候，最高法院将“对所有限制或削弱（迁徙权）的授权进行限缩性的解

释”，最终得出了立法“并未授权给国务卿涉案权力”的结论。〔５６〕 类似地，在１９７４年的“有
线电视协会诉合众国”案中，面对国会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等独立机构向相对人收取一定

费用的授权，最高法院从“税”与“费”之间的区别出发，拒绝将立法解读为允许行政机关

向相对人收税，以避免“极大地改变（税收只能由立法机关设定的）传统”；最高法院援引

“谢克特案”和“汉普顿案”，认为自己必须“对立法进行限缩性的解读，以避免宪法问

题”。〔５７〕 最高法院的以上解释方法被学者称为对立法的“解释性限缩”，其目的在于避免

因对授权条款采取过于宽泛的理解而导致宪法冲突。〔５８〕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巴

拿马案”与“谢克特案”对后续案件的影响，法院虽不再推翻模糊立法，但在行政机关根

据模糊立法授权作出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过大影响的决定时，法院会将立法解释为国

会并未意图作出这样的授权，从而在避免宣告立法无效的同时，防止行政机关通过授权

获得过于宽泛的权力。

１９８０年的“产业工会部诉美国石油学会”案（又称“苯案”）集中体现了合宪性解释与
严格事实审查在控制宽泛授权中的作用。在“苯案”中，《职业安全与健康法》（Ｏｃｃｕｐ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授权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对工作场所内的有害物质设置标
准，该标准应“在可行的情况下，根据可获得的最佳证据，最能适当地确保没有雇员会受

到健康上或身体功能上的重大损害”。随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制定了一个极为严苛

的苯暴露等级“零风险”标准。在该案的审理中，最高法院主要关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理解《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中的授权条款。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认为，只要该局

所制定的标准有助于保障工人安全，且未超出“可行”的范围，即为合法。但是最高法院

认为，这样的理解会造成“极为广泛的立法权授权”，为了避免该授权构成违宪，应当采取

一种“避免此类开放式授权的立法解读”。最高法院进而认为，确保安全不等于“毫无风

险”，有害物标准应以存在损害健康的“重大风险”为前提，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在颁布长

期健康标准之前，必须证明这种重大风险的存在。〔５９〕 二是该案中对重大风险的证明是否

满足“实质性证据”标准。〔６０〕 最高法院审查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局的记录，认为其所制定

的标准并不能为实质性证据所支撑。最终，最高法院基于以上两个理由，推翻了这一标

准。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再次强调了国会的授权必须符合宪法要求，但其将落脚点放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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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Ｋｅｎｔｖ．Ｄｕｌｌｅｓ，３５７Ｕ．Ｓ．１１６，１２９（１９５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ｂｌｅ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ｓｓ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１５Ｕ．Ｓ．３３６，３４０－３４３（１９７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ｚｒａＦｉｎｅ，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６２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５７，２８３（１９８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Ｕｎ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ＦＬＣＩＯ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４４８Ｕ．Ｓ．６０７，６４６－６５２（１９８０）．
该案系非正式规则制定，不过最高法院根据《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中关于说明理由和实质性证据的要求，将审查

提升至了“实质性证据”标准。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在立法不存在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国会意图授予行政机关这种（制定“零风

险”政策的）“无先例的权力”。〔６１〕 换言之，法院应避免以可能引发重大宪法问题的方式

解释立法。在此基础上，最高法院亦提高对事实审查的要求，对行政机关是否满足授权要

求作出判断。

２．重要问题上拒绝“隐示授权”假设
法院对授权的看法在１９８４年的“谢弗林案”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谢弗林案”

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著名的“谢弗林两步法”，即首先判断国会是否有明确表态，如果没

有，再判断行政机关对立法的解读是否是“可允许的”。最高法院指出，“有时候，立法机

关在特定问题上对行政机关的授权是隐示的而非明示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对

行政机关的决定予以尊让，“不能以自己对立法条款的解读来取代行政机关的合理解

释”。〔６２〕 前述判决确立了“谢弗林尊让”这一高度尊让原则，要求法院必须接受行政机关

对模糊立法的合理解释，而这种尊让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立法中的模糊与沉默构成对行政

机关的“隐示授权”，与明确授权具有相同法律效力。〔６３〕

“谢弗林案”在后续适用中体现出泛化的风险：一方面，实践中相当数量的法院对该

案采宽泛理解，对政策声明、解释性规则、指南等规则均适用高度尊让，这样一来，行政机

关就没必要制定程序更为严格的规章，亦没必要寻求立法授权、公众参与等保障；另一方

面，该将原本就已经十分宽泛的授权要求进一步向“隐示授权”扩张，亦带来了行政机关

可能篡夺立法机关政策制定权的担忧。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谢弗林案中的隐示授权

并非是无条件的，法院必须确认，国会在涉案问题上是否真的意图对行政机关进行授

权；〔６４〕同时，如果承认隐示授权，那就意味着它要与明示授权一样接受审查，以确保这种

授权是合宪的。〔６５〕 为此，最高法院开始对谢弗林尊让的适用范围施加限制，“克里斯滕森

案”与“米德案”等案例指出，只有对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立法性规则和正式裁决才能推定

隐示授权的存在，从而适用高度尊让。〔６６〕 而除了法律强制力的判断之外，最高法院在授

权范围的判断上还发展出了新的“重要问题原则”。

“重要问题原则”来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从“谢弗林案”的先例来看，涉案法律问题的

重要性会影响到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尊让，国会更可能关注并回答重要问题，而将间隙性事

务留给法律的日常执行者来回答，因此，对于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国会不太

可能将其留给行政机关来决定，也因而不宜推定国会具有让法院在这些问题上尊让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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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意图。〔６７〕 基于上述考虑，法院会根据事项的重要性，在部分案件中提出授权必须

明确的要求，从而拒绝接受隐示授权的假设。在１９９４年的“ＭＣＩ电信公司诉美国电话电
报公司案”中，最高法院拒绝联邦通讯委员会根据立法中“调整”费率提交要求的授权，对

立法要求作出“根本性改变”。尽管委员会援引《韦氏大辞典》等经典辞书，认为“调整”

语义包含“基本的、或重大的改变”，并主张自己在语义范围内的合理解释应获得高度尊

让，但最高法院认为，国会“不可能以如此不明显的条款”将立法的核心要求完全交给行

政机关来裁量，因此将立法规定的“调整”限定为较小的调整。〔６８〕 在几年后的“惠特曼

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明确：“国会不会通过模糊术语或附带性条款来改变规制方案的

基本细节”。〔６９〕

２０００年的“食品药品管理局诉布朗威廉姆斯公司案”再次体现了最高法院对于模糊
授权的控制。该案的起因是，《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Ｆｏｏｄ，Ｄｒｕｇ，ａｎｄ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Ａｃｔ）规
定，食品药品管理局有权对“药品”及其装置进行规制，其中“药品”的定义是“意在影响身

体结构或任何身体功能的（除食品以外的）物品”。食品药品管理局认为，尼古丁亦符合

立法中对“药品”的定义，进而主张自己对烟草制品具有规制权限。尽管该局援引了立法

中“合理保护健康”的立法目的作为支持，但最高法院并未接受它的解释，而是对《食品药

品与化妆品法》的整体结构与烟草制品的规制历史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强调了烟草行业

“在美国历史和社会上的独有地位，及其独特的政治历史”，进而认为，谢弗林尊让固然是

以隐示授权为假设，“但在不寻常的案件中，不能轻易得出国会意图进行隐示授权的结

论”。〔７０〕 通过强调烟草行业的重要性和援引前述“ＭＣＩ电信公司案”，最高法院指出，“国
会不会意图以这样隐晦的方式，将一个具有如此经济和社会意义的决定授权给行政机

关”，〔７１〕最终推翻了食品药品管理局对烟草制品规制权限的主张。

前述案例所确立的“重要问题原则”在近年的几起案例中多次得到援引，〔７２〕成为最高

法院限制高度尊让适用范围的重要手段。从判决情况来看，重要问题的范围尚未完全明

确，很大程度上需依靠法院的个案判断，不过其中一些基本规则已经得以确立：其一是区

分立法上的核心问题与细节问题，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过去对行政权“填补细

节”的定位，认为立法中的模糊或空白只能视为对细节问题与间隙性问题的授权，而非授

权行政机关就立法中的核心问题制定有法律强制力的规则；其二是区分事项的性质，特别

是考虑涉案问题是否涉及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是否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以及是

否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造成行政机关权力的重大扩张或变更。当涉案问题属于重要问题

时，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必须明确表态，从而拒绝了“谢弗林案”中对于隐示授权的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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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认识，法院得以对行政机关的决定进行独立审查，并推翻行政机关在授权不明确

状况下作出的过于重大的决定。

四　“可理解原则”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启示

（一）“可理解原则”发展的内在机理

前文显示，“可理解原则”自确立起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

明确的立法授权不再是确保行政规则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法院更多通过说明理由、考虑相

关因素等要求，来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形成约束；不过在特定情况下，法院亦会恢复对

授权的严格审查。这种变化背后反映出的是法院对行政权合法性认识的演进。政策制定

的责任性是民主政府的前提，而在行政机关不直接受选民制约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其民主

责任性，是法院贯穿始终的关注焦点。早期禁止授权案例中“立法—行政”的区分试图将

行政机关的权能限制在执行立法上，而“可理解原则”虽不禁止国会向行政机关授予立法

权，但仍希望借助授权来为行政机关提供行为指引。不过从实践情况来看，自早期案例以

来，行政现实需要在大部分时候超越了对授权控制的要求，使得这种通过明确立法授权来

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方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７３〕 而“严格看待”审查体现了另一种民

主责任性的保障模式，其将审查重心集中于行政过程本身，要求行政机关在非正式规则制

定中说明理由，对“通告—评论”中收到的意见予以回应，从而为公众参与行政机关的政

策制定提供了更实质性的保障，这使得行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授权宽泛造成的责

任性缺失，并在总体上确保了政策制定的民主责任性。

不过“严格看待”审查亦存在局限之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它只关注行政机关的行

为是否合理，而不关注是否应由国会而非行政机关来解决涉案问题。〔７４〕 作为对后一个问

题的应对，传统的授权审查仍发挥着一定作用。不过，这种审查不再体现为推翻模糊的国

会立法，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作出过于重要或对公民基本权

利影响过大的决定，从而使得“可理解原则”在实际适用效果上更多体现为对行政机关裁

量权的约束。近年来，“可理解原则”的内涵仍在不断发展之中，例如在２０１５年的“密歇
根州诉环保署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均认为，尽管立法并未明确要求行政

机关进行正式的成本收益分析，但行政机关在决定重大规制方案时，只要立法没有相反规

定，就必须考虑成本。〔７５〕 这一判决被学者认为提出了新的“成本考虑准则”，除非国会明

确表达了相反意见，否则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必须考虑成本问题。〔７６〕 该准则是否已经

确立，尚有待考察，不过其亦反映出法院在授权控制上愈发实质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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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方式，美国最高法院在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上实际形成了双重的责任性

保障机制。在大部分案件中，法院允许宽泛授权的存在，同时通过强化对行政机关说理

等方面的要求，来确保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对公众负责；而在特殊案件中，法院亦会强

调授权的明确性，以防止行政机关僭越立法权的领地。在上述审查过程中，法院将自己

定位为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合作者”，体现出一种立法、行政、司法合作保障规则制定责任

性的思路；在立法授权普遍宽泛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在这种合作关系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

重要。

（二）“可理解原则”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与美国相比，我国行政立法的约束机制存在较大不同。在美国，司法审查扮演着重要

角色；而在我国，相关工作更多是通过上级行政机关和人大的备案审查与清理活动完成，

法院的审查活动主要包括规章的参照适用和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在审查对象、程序和法

律后果上存在一定限制。不过与其他审查活动相比，法院的审查活动针对性强，特别是能

够揭示出行政法规范在执行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因此在合法性审查上仍具有其独到作

用。在授权问题上，我国行政机关原则上不需要人大的特别授权，而更多是依职权进行规

则制定，不过根据《宪法》与《立法法》等规定，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亦需要根据上位法进

行。在过去的长期实践中，由于立法不完善等原因，以及出于确保行政机关履职的需要，

行政机关的规则制定往往缺乏明确的上位法依据。〔７７〕 随着法治的完善，授权依据过于宽

泛的问题愈发受到重视，《立法法》以及《行政处罚法》等单行法中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也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特定领域的授权控制。不过除了这些立法规定较为明确的情况，授

权依据的要求仍存在较大的模糊之处。而司法审查对此的判断也普遍宽松，包括一些对

公民姓名权等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案件，法院亦不要求行政机关规则制定具有明确的法

律依据。〔７８〕

面对上述情况，如何更好地发挥法院在合法性审查上的作用，避免行政法规范在没有

授权依据的情况下违法侵害相对人权益，美国“可理解原则”的发展过程可提供一定启

发。随着现代行政专业性、技术性不断提高，框架立法和宽泛授权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

也使得授权依据未必需要绝对明确。但法院在放松授权依据审查的同时，需要加强对行

政机关规则制定裁量权行使的审查，将过去的形式合法性要求逐步扩展至对民主正当性

以及规则合理性的要求。与此同时，在特定案件中，授权依据的明确性仍应得到法院关

注。根据我国当前的行政实践，这类案件尤其体现为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从我国

《立法法》等立法中有关法律保留的规定来看，我国在法律保留上的态度更贴近“重要保

留说”，核心在于要求“凡行政主体对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和财产及重要权利的行政作

·１６１·

美国立法授权司法审查中的“可理解原则”

〔７７〕

〔７８〕

参见刘莘著：《行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１－６２页；罗文燕：《有关行政规章若干问题的法理分
析》，《行政法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７４页等。
参见（２００５）山行初字第４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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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都应受法律的约束，都应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７９〕 这也使得“可理解原则”适用

中的“重要问题原则”具有参照意义，面对行政机关制定的、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减损或

剥夺的规定，法院应对其授权依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并适度提高审查强度，以避免行政机

关在上位法不明的情况下，过度侵害公民权利。近年来，已有法院试图将权利侵害程度纳

入对授权依据的考察。〔８０〕 如何结合我国的行政现实与司法审查需要，完善相应的授权依

据审查规则，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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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佑勇、伍劲松：《论行政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则》，《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７１３页。
参见（２０１７）粤７１行终２２０３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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